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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构想（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住房及房地产发展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近年来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本文运用“制度、行为与绩效”（ ICP）的框架，首先分析了住房问题产生的机制性原因；然后借鉴国际经验，对城镇住房的发展定位，对城镇住房的总体制度体系，对城镇住房的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等目标模式进行了系统的修正性设计；最后提出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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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体制下，“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福利化的城镇住房制度安排，导致城镇住房短缺，百弊丛生，1980年我国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有7.18平方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一方面，将改善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等）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通过“对存量住房进行提租与出售，对新增住房实行货币化分配，建立新的住房保障体系”等，逐步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城镇住房制度体系框架。使得：住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住房扩大再生产能够实现持续，房地产业迅速崛起；城镇居民住房面积、住房质量和住房成套率大大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住环境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财政负担，促进了住宅需求和住房投资，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尽管城镇住房及房地产发展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对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对此，国内外学者（主要包括：杨帆、李宏谨、李勇（2005）、 吕江林（2010）、梁云芳、高铁梅和贺书平（2006），王爱俭  沈庆劼（2007），周京奎（2005），沈悦和刘洪玉（2004），袁志刚和樊潇彦（2003），张晓晶、孙　涛（2006），武康平等（2004），况伟大（2010）， 贺京同、徐璐（2011），陈超、柳子君、肖辉（2011）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中央为解决住房市场的问题连续采取诸多有力调控措施，但收效并不十分显著。
本文认为：中国住房问题源自于机制的失衡，即住房发展目标偏颇与制度无序导致住房相关主体的行为扭曲，进而导致住房市场的失衡；本文接下来利用“制度—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ICP），第一部分，对产生住房严重问题的机制性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当前的住房问题及未来需求进行估计；第二、三、四部分，借鉴国际经验，对城镇住房的发展定位与制度体系、核心制度以及配套制度进行系统的修正性目标设计。第五部分，对深化城镇住房制度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提出了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1、 中国城镇住房发展的制度、行为与目标关系问题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目标绩效、主体行为、制度体系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循环和反馈关系。
1、 城镇住房目标绩效的偏颇与制度体系的无序
制度体系是目标绩效的函数，目标绩效又是制度的复合函数。住房制度体系是国家总体制度的一部分，由住房核心制度、支撑制度及制度环境三部分构成；而住房发展目标也是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中国城镇住房制度的无序，首先是由其核心制度失序即不完善和不合理有关，也与住房支撑制度和制度环境失序及不匹配有关，同时住房制度体系的失序也决定于住房及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偏颇。
住房发展目标定位的偏颇。虽然住房兼具消费和投资的属性，住房发展具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但其最本质的属性是基本生活必需品。因此，住房发展的合意目标绩效应该：首先应该是保障“住有所居”；其次才是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一方面，受制度等因素影响，政府始终将经济增长的目标长期保持在10%以上过快速度；另一方面，由于相关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以及加上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住房发展目标的主要内容。1998年，新的城镇住房制度被确立的同时，房地产被作为新的增长点，住房被作为新的消费热点；2003年，国家更是明确提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目标定位的偏差影响了整个住房供应体系和制度体系。
住房核心制度的失序。第一，住房供应体系过度商品化。1994年国务院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但在2003年修改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尽管2011年提出到2015年城镇家庭保障对象的比例达到20%的目标，还有大约50%的中等及以下应保家庭将被完全推向市场。第二，住房保障制度的缺失。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经济适用房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一产生就缺乏准入标准严格和封闭运行的保障特征，其弊端导致2003年住房保障体系的废止；总体住房保障体系：保障比例低，界限不明，标准不清；缺乏完善的准入、轮候、退出机制；缺乏可持续的投资、融资、建设、管理、运营与管理的机制；第三，商品房制度的缺失。按照目前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城镇无论商品性或保障性住房均需由住房开发公司垄断开发；商品房销售采取期房预售制度；缺乏有效的租户利益保障制度；没有建立住房货币分配额度与房价同增长的住房货币分配机制。
住房支撑制度的失序。第一，土地制度的存在着：城乡土地分割。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集体土地不得自由转让。城市规划区的集体所有的土地，经强制性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管理体制不顺。由于缺乏详细的制度规则以及土地出让收益主要归地方的制度安排，使土地国有制度变成“地方政府的多部门实际占有”；而目前土地行政管理体制无论是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同级土地管理部门，都无法监管地方党委和政府；政府垄断土地。一方面，政府集管地者、用地者和裁决者为一身，采取行政强制征收集体土地，形成“买方垄断”；另一方面，政府集唯一的管理者、出让方和监管者为一身，出让土地使用权，形成“买方垄断”。第二，金融制度问题。住房融资主要来自商业信贷的失衡的金融体系，商业信贷的利率非市场化及高存贷差；住房保障金融体系主要是公积金制度，是适应住房供应体系以经济适用房的为主体而设计的，但目前政府已经放弃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保障性形式；公积金远未覆盖全部城镇保障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城镇个体户和外来人口；补贴与收入及缴存成正比的公积金制度设计不合理；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其他保障性基金隔绝。第三，税收制度的问题。整体税收体系没形成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税收征管机制亟待以企业或单位纳税人间接税征管为重点；房地产税课税范围过窄、免税范围宽，计税缺乏差别和累进性，流转环节税费种类多、税费重，保有环节税种少、税负轻；缺乏稳定、规范、健全的保障性住房投资、融资和消费等税费减免政策。
住房制度环境的冲突。第一，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户籍歧视。地方政府不提供非户籍居民的住房保障等一些公共产品与服务。第二，收入分配制度有缺陷。最低工资标准低且没有形成最低工资标准稳步增长的机制，贫困线标准和最低生活标准偏低，个别行业、部门和地区的行政垄断。第三，政府纵向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同时实现了事权下放和财权上收，地方政府差不多以全国40%的收入支撑全国60%以上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第四，政府有关住房的纵向分工不明确。在房地产的调控与监管方面，在住房保障的投资、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各级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分工和清晰、合理的制度性安排。第五，政绩考核机制不完善。政府内部缺乏综合、协调、分工、制衡的行政管理机制；重视经济发展、忽视住房等民生发展的政绩考核制度；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目标责任制度不完善。
2、住房制度失序导致追求目标集合的相关主体行为冲动
行为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根据其目标集合、制度规则及最佳境况集合的关系，或利用现有制度，遵从现有制度，违犯现有制度等，选择有利自己的最佳行为。就制度与行为主体的关系而言，一项制度影响多个主体，一个主体行为也受多个制度影响。而偏颇的住房发展目标、失序的制度体系与行为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结合，其行为无论是利用、遵守或违犯都将产生非合意的扭曲和冲动。
中央政府的刺激增长冲动.一方面，基于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政府要确保高增长的目标集合，另一方面，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的缺陷，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和实体产业投资不足，使得政府时常有刺激房地产发展的国家利益冲动，而失去合理发展及解决住房的理性。
地方政府的炒卖土地冲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与财税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热衷于发展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地方经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推卸住房保障等社会民生的责任，减少财政支出。而土地制度使地方党委与政府作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和市场垄断者通过：最小化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价格”，最小化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最大化提高经营性用地的“出让价格”， 最小化提供保障房用地，以便增加预算外收入、弥补财力不足、发展地方经济。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超过50%，房地产税收占地方税收的50%以上。
开发企业的全企建房冲动.商品房预售制给房地产开发提供的低门槛和低风险，导致开发企业爆炸式增长，助长了开发企业的商业欺诈，抑制了房地产租赁业的发展；开发公司制度导致开发企业的供给垄断；缺乏累进性的开发交易税费制度激励企业开发高档商品房；而失范和宽松的土地税制刺激企业囤地和撂荒的冲动。受土地制度制约，大量小产权房出租处在非法和黑市状态。

金融机构的房地信贷冲动.单一制的间接融资体系赋予商业住房信贷的绝对优势，高额的存贷利差，激发金融机构强烈的住房信贷冲动；缺乏有效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安排，金融机构对利润低、风险大的保障性住房融资刻意回避。

购买主体的投资投机冲动.金融体系单一导致投资渠道狭窄，房地产税缺陷导致持有环节税负轻，以及租户利益保障制度的缺失，刺激全社会的购买房地产的冲动。而由于过度商品化而被推向市场的大量中低收入家庭，被迫调整其行为或目标，推迟、减少或改变住房消费，甚至产生不满或反抗。
土地供给者的制度外行为冲动.作为集体农地的所有和使用者的农民，在土地征用和拆迁过程中，因为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证，基本目标诉求难以实现，采取制度以外的行为即抗议、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对于拥有与城镇国有土地相邻，而又没有被政府征收的集体土地，集体组织或者使用土地的农民，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开始打破现有的制度安排，大量建设现行制度所不允许的小产权房，以便出租或出售。

3、行为冲动导致住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失衡

当所有主体都采取各自的最佳行为集合时，行为主体博弈的解就是其产生的特定局势即总体的经济绩效。而住房相关主体的“最佳行为集合”冲动，不仅使每组博弈的特定局势失衡，也使这些特定局势相互影响，加剧住房整体特定局势的失衡。
地方政府的炒地冲动导致土地供给结构和土地市场失衡。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垄断供给和市场竞拍，制造住房用地相对短缺，导致价格持续暴涨。除2006年外，2003—2010年各年居民住宅用地价格上涨幅度均达到两位数字，2009年后，各地更是“地王”频频涌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厌恶民生支出的偏好使得保障房、普通商品房用地相对不足。

金融机构的商品房信贷冲动导致住房金融市场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商业性住房信贷过度，另一方面，政策性住房金融严重不足。 2005年以来，住房信贷在整个信贷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在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银行贷款高达80%左右
；2008年商业性住房个贷占全部个贷的83%，公积金仅占17%。
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开发企业偏好商品房、高档房，厌恶普通商品房、保障房的冲动导致住房供应结构的严重失衡。一方面，商品房和小产权房大量空置，包括已出售存量商品房空置4.4亿
；小产权空置11.2亿。另一方面，普通商品房供给相对不足。同时，相对于应保家庭需求，保障性住房供给存在巨大的缺口，保障性住房即居住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的家庭仅占城市人口的8%，大大低于20%的应保比例。
购买者投机冲动导致需求结构的严重失衡。投机需求不断放大进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消费需求被挤压。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生活报告》，针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10座大城市共5126名年收入超过11万元的高收入人士的调查显示：超过40%的人拥有两套以上住房。而假定家庭拥有人均50平米以上的家庭为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则这些家庭占全部城市家庭总数的16.5%，小城镇达22%。（见表1）

表1 2010年全国城市与小城镇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构成情况（平方米）
	住房类型
	合计
	无住房
	8及以下
	9-12
	13-16
	17-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及以上

	城市家庭数
	8249325
	8739
	683910
	629927
	755819
	503703
	2018411
	1398376
	885830
	432035
	320896
	611679

	城市家庭比例
	1
	0.001059
	0.082905
	0.076361
	0.091622
	0.06106
	0.244676
	0.169514
	0.107382
	0.052372
	0.0389
	0.074149

	小城镇家庭数
	5537545
	10154
	236314
	294232
	444834
	270348
	1331881
	1034416
	698642
	356355
	307538
	552831

	小城镇家庭比例
	1
	0.001834
	0.042675
	0.053134
	0.080331
	0.048821
	0.240518
	0.1868
	0.126165
	0.064353
	0.055537
	0.099833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地方政府炒地、金融机构房贷、开发企业垄断定价与购买者投机等的集体冲动导致总体住房市场的严重失衡。1998—2009年，住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22%，但住房市场仍长期供不应求，2009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市场存货面积仅为6756万平米。自2003年以来，住房价格持续暴涨（2008年除外）(见表2)，2009年增幅达25%。
表2:1997-2008年我国商品房及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及增长率

	年份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元/m2）
	同比增长
	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元/m2）
	同比增长

	1997
	1997
	
	1790
	

	1998
	2063
	3.3%
	1854
	3.6%

	1999
	2053
	-0.5%
	1857
	0.2%

	2000
	2112
	2.9%
	1948
	4.9%

	2001
	2170
	2.7%
	2017
	3.5%

	2002
	2250
	3.7%
	2092
	3.7%

	2003
	2359
	4.8%
	2197
	5.0%

	2004
	2778
	17.8%
	2608
	18.7%

	2005
	3168
	14.0%
	2937
	12.6%

	2006
	3367
	6.3%
	3119
	6.2%

	2007
	3864
	14.8%
	3645
	16.9%

	2008
	3800
	-1.7%
	3576
	-1.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消费者、投资者和开发商持有住房的冲动，使正规住房市场租售比例严重失衡。近年来欧盟国家家庭住房拥有率大致保持在60％的平均水平。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自有率高达74.2%以上，小城镇住房自有率86.8%。而集体土地使用者建房冲动，低收入居民在住房总体局势下的无奈选择，使得小产权房等非正规住房租售市场异常活跃。
表2 2010年全国城市与小城镇家庭住房来源构成情况
	住房类型
	租    赁
廉租住房
	租    赁
其他住房
	自建住房
	购  买
商品房
	购  买
二手房
	购买经济
适用房
	购买原
公有住房
	其  他
	合  计

	城市家庭数
	329846
	2869199
	2039582
	3231278
	618097
	627345
	2147896
	553319
	12416562

	城市家庭比例
	0.026565
	0.231078
	0.164263
	0.260239
	0.04978
	0.050525
	0.172986
	0.044563
	1

	小城镇家庭数
	158780
	845218
	4244922
	1112202
	307562
	185238
	436025
	264836
	7554783

	小城镇家庭比例
	0.021017
	0.111879
	0.561885
	0.147218
	0.040711
	0.024519
	0.057715
	0.035055
	1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使得宏观需求尤其投资结构严重失衡。房地产投资远超警戒线，宏观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从1998年开始，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稳步上升，2004年为18.78％，2005年为20.98％，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国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1998年4%上升到2010年就达12.6％，2010年达15%，远超过5％的国际警戒线。
大量企业转向住房开发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过度房地产化。房地产开发企业从2000年27303个到2010年85218个十年增长3倍多年增长14%，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中70%左右涉足房地产业。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大量企业转向住房开发，大量资源错配到房地产领域，严重制约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集体冲动加剧了社会不公，扩大了贫富分化，导致社会结构严重失衡。住房价格泡沫加剧了投机、投资住房者与无房者的收入差距。住房保障体系缺乏，中低收入者和外来人口不仅住房困难，也使生活更加困难。
4、中国住房当前供求问题与未来需求估计
当前中国住房总量与构成的估计。六普发现：2010年城市非农人口4.4亿，流动人口2.2亿，城镇人口6.66亿，城镇半年以下的暂住估计人口1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城市住房总建筑面积为99.8亿平米，人均29.02 平米，小城镇住房总面积74.62亿平米，人均31.61平米，城镇总住房建筑面积174.43平米，人均30.1平米（城镇人口基数是5.8亿）而根据住建部和国土部的数据初步估计：2010年城镇住房总建筑面积约为138亿平方米，郊区及城中村小产权房66万平米，人均居住面积可达30.9平米（城镇人口基数6.6亿）,户均2.38间，人均0.87间。但是内部构成差距较大，30.2%的城市家庭住房在人均20平米以下，55.7%的城市家庭人均住房在30平米一下。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以上的家庭占全部城市家庭总数的16.5%，小城镇达22%。
表2 2010年全国城市与小城镇家庭住房总体状况
	
	户  数
	人  数
	平均每户
	人均住房
	人均住房
	人均住房
	住房总建筑面积

	
	　
	　
	住房间数
	建筑面积
	间    数
	间    数
	

	
	（户）
	（人）
	（间/户）
	（平方米/人）
	（间/人）
	（间/人）
	（亿平方米）

	城市
	126081930
	343938311
	2.38 
	29.02 
	0.87
	0.87
	99.8

	小城镇
	75780804
	236053890
	3.12 
	31.61 
	1.00 
	1.00 
	 74.62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当前城镇住房的供需矛盾及总体判断。一方面，有大量的住房处在空置状态。另一方面，有大量的城镇流动甚至非流动人口处在住房十分困难的状态。针对当前住房供需矛盾，我们有以下总体判断：相对于有效需求（不考虑那些没有能力在没有政府帮助自己无法完全通过市场解决的这部分需求），目前城镇住房是过剩的。但是，住房作为人类生存必需的耐用消费品，相对于全体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城镇住房总体上仍然相对短缺；另外，由于大量住房处在空置状态，城镇居民的实际住房状况要比统计意义上情况要糟糕的多。总之，全体城镇居民从整体上有进一步扩大面积、提高质量的要求。未来随着随着城市人口及收入的增加，未来需求还将高速增长。
总之，制度、行为与绩效的恶性循环关系不会无线持续下去，绩效失衡导致制度向有序调整，有序的制度体系将导致主体行为的端正和目标绩效的合意。住房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社会和经济问题，解决好住房问题，对改善未来民生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中国城镇住房发展目标与定位、制度与政策和战略的问题，决策者应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科学的住房发展规划，深化住房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

2、 城镇住房发展战略与制度体系的总体设计

（一）制定住房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
鉴于住房发展定位目标与住房制度及住房相关主体行为的关系，解决当前和未来的住房问题，首先需要结合制定住房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修正有关住房发展的定位、目标和路径。
1、将住房定位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
首先，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住房产业是一个关系人民生活利益的民生产业，其次，住房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借鉴国家有关产业定位的表述（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表述），将住宅产业定位由原来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改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民生产业”。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住房既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又关系社会民生发展，既是国民经济支柱，又是社会民生的支柱。
2、将实现所有在城镇里工作、学习或生活的人都能“居有定所”作为基本目标

调整国家的发展规划，将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转变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状况、社会公平程度”全面提升的原则目标下，一个理想的住房目标应该是：“实现住有所居，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公平”。而基于十二五”规划已经有了新调整的国家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城镇住房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实现所有的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人都能够居有定所，但并不意味着每人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具体又可分两个阶段：
（1）到2020年城镇总体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5平米，实现“一户一房”。高收入家庭实现乐居：提供面积较大、功能多样、节能环保、品质高端的住房；中等收入普通家庭实现康居：拥有面积适中、功能齐全、节能环保、质量较高的住房；低收入家庭（包括城镇低收入家庭、中等以下收入的新就业职工和中等以下收入的外来人口的无房户或住房在基本住房条件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实现安居：拥有面积不大、基本功能齐全、节能环保、质量可靠的保障性住房。
（2）到2030年城镇总体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4平米，实现“一人一间”。 高收入家庭实现乐居、中等收入普通家庭实现康居、低收入家庭实现安居的标准均应有所提升，同时三大体系的比重也将相应调整。
（3）与住房目标匹配的阶段性提升的居住环境。大致包括：集中集约的居住小区，便捷一体的基础设施，均衡完善的公共服务，混合一体的居住空间布局。

3、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1）“局部与整体配套协调”。国家和区域的住房发展，要与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的条件相适应，要与国家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相吻合，要与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相匹配。与此同时，住房制度的设计同时与国家整体的经济体制相协调，住房制度改革也需要配套制度的改革。

（2）“统一与差别统筹兼顾”。一方面，坚持住房制度框架和基本政策包括：供应体系、开发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交换制度、消费制度、分配制度等基本方面实施全国一致；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制度、政策和标准方面，允许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或东部、中部、西部等城市，因地制宜地创新探索。
（3）政府与市场的动态结合。凡是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部分尽量交给市场，凡是市场无法解决由政府无缝补缺，政府在发挥作用时，采取模拟市场的方式进行，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住房相关行为主体条件发生变化，住房与市场的结合形式也随之而变。 
（4）保障与调节的取予并举。住房是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对住房在基本住房条件以下的住房困难户，提供基本的保障性住房。由于中国人口多、土地等资源少国情所决定：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是节约型的，对于奢侈消费和投资、投机进行调节和抑制。
4.构建三大住房供应体系
由于住房价值巨大，并非所有家庭具有完全负担能力，根据以上目标和原则，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建立由安居、康居和乐居三部分构成的住房供应体系，实现“居有住所”的目标。
（1）针对中等收入以下家庭推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安居住房体系。在全部城镇人口：对低收入非流人口、中下收入非流人口、中等一下的流动人口、新就业人口及家庭（工作7年以下）等（占全部城镇人口的30%），通过“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方式提供安居住房。其中，购买占10％，租赁20％。政府肩负兜底保障的责任，同时考虑个人能力、鼓励社会参与、利用市场力量实现公平有效保障。
（2）针对中等收入家庭推出“市场配置、政策支持”的康居住房体系。在全部人口：对中等收入的非流和流动人口工作年限较长（7年以上）等（约占全部城镇人口的40%），通过“政府支持，市场配置”的方式，提供普通商品房即康居房。其中租赁占10%和购买占30%。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抵押担保、贷款贴息以及对金融机构的优惠等，通过税费减免（包括免征物业税）实现保障。
（3）针对中等收入以上家庭推出“市场主导、政府调节”的乐居住房体系。在全部人口：对中上和高收入的非流和流动人口（占全部城镇人口的30%），采取“政府调节，市场配置”的方式，提供质量好、标准高的乐居住房。其中租赁10%，购买20%，通过物业税对奢侈消费进行调节。对于租房超过普通商品房标准，租房者通过市场获得住房，政府通过监管保护租房者权益，但不对租房者进行财税和金融补贴和优惠；对于购房家庭成员工作年限在7年以下，购房超过普通商房标准以上的住房，购房者通过市场获得住房，政府向所持物业收取累进制的物业税。
除此之外，对于居留时间较短（半年以下）暂住人口的居住问题，主要由三个供给渠道：第一，流动人口自己解决，通过独租、合租或通过投亲靠友解决；第二，由受雇单位提供临时住房或租赁市场商品房；第三，特殊情况提出申请，由政府提供援助。这些居住场所分别包括：宾馆饭店、高档、普通商品房、公共住房、小产权房等。
（二）建立新的住房制度体系框架
鉴于住房制度与住房发展目标与及住房相关主体行为的关系，解决当前和未来的住房问题，实现所有城镇居民“居有住所”的目标，需要修正和完善现有的住房制度体系，建立有序的制度体系。
1.建立住房的基本制度体系

（1）实行“自有为主，形式多样”的产权制度。公有产权和法人产权（占全部住房的15%）住房主要包括公租房、廉租房；共有产权（占全部住房的15%）：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房；自有产权：私有产权（占全部住房的70%）包括：优抚政策优惠取得的普通商品房(40%)，私人市场购买和出租高档商品房(30%)。
（2）建立“基金主导，多元开发”的开发制度。打破住房开发的垄断，形成政府（或委托开发公司）、集体组织（或委托开发公司）、开发公司、住房合作社和业主自己开发相互竞争的多元开发格局。公租房与廉租房由政府或委托开发公司开发；经适房由开发公司或住房合作社开发；商品房主要由合作社或开发公司开发。同时建立以基金为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与投资并重的模式。
（3）实行“租售并举，先租后买”的交换制度。住房交换体系也应由租售两类构成，总体租售比例：40：60。其中，占全体城镇家庭30%中下收入者中，租售比例：2:1；占全体城镇家庭40%的中等收入者中，租售普通商品房为：1:1；占全体城镇家庭30%的中上收入者，租购比例为1:2。无论是保障性住房或是商品房都可以实行先租后买的交换方式，当然具体规定应该合理规范。
（4）实行“货币分配为主，实物分配为辅”的分配制度。住房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支出来源于收入分配，住房都可以理解为收入分配的重要构成部分。住房分配应采取实物分配和货币分配两种形式。但是，货币分配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城镇，廉租房、公租房、经适房可采用直接的实物分配或实物和货币分配相结合。普通商品房和高档商品房主要采取货币化分配形式。
（5）实行“一户一房，抑制投机”的消费制度。由于中国人口多、土地等资源少国情所决定：居民不可能占用更多的资源，居民的住房消费是节约型的；但由于中国处在城市化的加速期，大量的农村家庭向城市迁徙和过渡，城市间人口也在流动中，因此，部分家庭暂时拥有更多一些住房资源也有必要性。因此，应实行保证“一户一房”，允许“一户两房”，禁止“一户多房”的消费政策。
2、构建住房健康发展的长效的调节机制

引导住房相关行为主体理性行为，确保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及“居有住所”目标，除了设计健全合理的市场制度，还要配以科学科学合理的政府调节机制。

（1）“累进增减，有保有抑”的税收调节机制。第一，针对高端住房投资、开发和消费，其交易和保有环节的税收实行累进征收，第二，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行为，其交易和保有环节的税收也实行累进征收；第三，针对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投资、开发和消费，其交易和保有等环节的税收实行累退减免。一方面体现多占用稀缺资源多付出的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具有鼓励节约抑制浪费的作用，同时也实现了收益的转移支付和收入的二次分配。
（2）“溢价补贴，随市浮动”的土地调节机制。第一，商品房的用地实行有偿使用，而保障房的用地实行无偿或有偿优惠使用；第二，将商品房用地出让金部分用保障房性投资或消费补贴的基本来源；第三，建立地价上涨的牵制机制。如果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度，用土地上涨价来补贴因房价上涨超过购买力的差额，补贴额度随房价浮动。
（3）“梯度保障，政府兜底”的财政调节机制。政府通过财政等手段，对每一个自身无力完全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家庭提供保障，以确保每个家庭实现“居有住所”的目标。对不同收入等家庭状况，政府提供不同的保障程度，政府提供保障的份额，是住房“价格”与支付能力的差，对于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政府给予完全保障。
（4）“长借短还，动态平衡”的金融调节机制。住房的投资、消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或家庭等）短时期内，一方面利用自有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信贷、债券等方式从外部借入资金，进行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消费，然后在长期内通过投资主体或住房产权人随后长期的资金投入，分期分批偿还借款本息而实现财务动态平衡的融资机制。
3、完善多层次的住房管理体制
住房既涉及市场又涉及保障,既包括住房本身又包括金融、土地、财税等，既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也需要住房保障，因此，应建立综合性、多层次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住房保障的管理体制，准确定位住房参与主体的角色和规范其行为。
（1）建立多层次的住房综合管理协调机构。中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挂帅、发改委、财政、税务、国土、住建、银监会、央行、国资委等相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住房政策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地方省、市（县）各级政府同时建立对应的住房政策委员会及办公室。
（2）完善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对住房发展的事权分工及责任制度。各级住房政策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定期研究商讨和决定房地产调控和住房保障及改革问题等相关事宜，负责对相关部门及其保障房管理部门的领导和监督。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跟踪情势、信息汇总、决策协调和联合行动。负责住房计划与决策落实以及职能部门的协调，负责具体领导和监督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参与住房政策委员会的相关部门履行部门职能。

（3）完善中央与地方对住房发展的事权分工负责制度。第一，中央政府负责全国住房法律与政策的制定、规划的编制、全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督查地方的调控、监管和住房保障责任履行，承担保障性部分住房的公共服务责任（包括对落后地区提供转移支付）；第二，省级政府负责法规和政策的总体落实、全省的住房保障规划编制、辖区房地产市场调控、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支持，承担全省保障性住房的公共服务责任；第三，市县政府负责执行全国的住房法律、制度、政策和规划，接受上级政府的督促和监督，制定本地的住房政策，编制辖区的住房保障规划，监督当地住房市场，承担当地保障性住房的公共服务的提供。
（4）完善中央与地方对住房发展的财权分工负责的制度。第一，对于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总体各承担50%，具体情况可根据并根据各地财力状况，在30：70与70：30之间进行调整。中央及省市县财政要分别从一般预算中列出住房支出。第二，在具体承担的项目上，中央政府负责：保障房投资、融资、建设、租售、物业管理等税收优惠，负责政策性住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和资产注入，负责公租房、廉住房的补贴；地方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出售、出租、物业管理的费收减免，负责保障对象支付能力的差额补贴，负责公共租赁房的建购投资和租赁补贴，负责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共同负责：保障房土地由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委员会统筹解决，政府从土地出让金和将来的物业税中，提出一定比例资金建立住房保障基金；对于保障性住房政府进行土地及其他收益和非收益性资产投入。
（5）建立住房“经济调控、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的目标责任制。第一，根据经济社会及住房的发展的长期定位目标，制定并细化住房阶段性发展的目标，确定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经济调控、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相关任务。第二，建立综合的考核指标，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作为考核的依据。第三，完善监督考核制度，根据目标任务，考核标准，按照制度对相关部门进行督察和考核。第四，完善问责制度，根据问责制结合有关规定，对考核合格的，给予表彰奖励、提拔重用，对工作失误、失职造成损失的干部要严格实行问责制，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总之，在合理、配套、完善的住房制度规则系统约束下，住房相关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的目标集合和所面临的特定局势，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但又是合理而理性的最佳行为，同时相关行为主体的最佳境况集合符合其目标集合，从而确保产生均衡合理的目标绩效即全体城镇居民“具有住所”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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